
那些曾见证海上丝绸之路辉煌的琉璃塔影，那些记录世
界文明交融的珍贵典籍，那些承载着金陵古都记忆的文物残
片，虽历经战火离散、岁月流转，却始终是人类文明图谱中不
可或缺的璀璨拼图。

今年国际古迹遗址日主题为“灾害与冲突下的遗产应对
准备”，大报恩塔的兴衰重生，恰是这一主题的生动诠释，大报
恩寺遗址博物馆开启了一场以“共享文明记忆”为主题的全球
行动，让毁于战火中的琉璃塔，借助全球藏品的实物征集、数
字收集与研究以重获新生。这场行动不仅是对历史碎片的追
寻与修复，更搭建起文明对话的当代桥梁。

2025年 4月 18日，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正式向全球
发出征集令，诚邀各国机构、收藏家及公众共同参与这场全球
重构行动——让沉睡的文物讲述历史，让消失的遗产重现当
下，让长干里的文明灯塔照亮人们共同的未来。

全球视野：大报恩寺见证东西文明互鉴

明代张岱《陶庵梦忆》记载：“永乐时，海外蛮夷重译至者百
有余国，见报恩塔，必顶礼赞叹而去，谓四大部洲所无也。”寥寥
数语，生动描绘出明代大报恩寺的辉煌地位。作为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节点，大报恩寺一直见证着中外贸易往来与文化交
流，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成为文明互鉴的一个重要篇章。

大报恩寺历史可追溯到三国时期，历经南朝时的兴盛、宋
朝时的推崇，几度兴废，传承悠久，直到明代永乐年间，大报恩
寺迎来鼎盛时期，耗时 17年，耗银 248万两，建造出震惊世界
的大报恩寺琉璃塔。这座以准宫阙规制精心建造的宝塔名为

“第一塔”，通高78.02米，相当于26层楼房的高度，九层八面，
通体琉璃，不施寸木，被誉为“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
是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

从建造之初，对不同文化的兼容并蓄就流淌在大报恩寺
的血脉里。按明制，国家营建之事要有内官监太监督查，而当
时的内官监正是七下西洋、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郑和。郑和从
西洋带回了瓷器史上重要的钴料——苏麻离青，这也是琉璃
塔烧制的主料，五彩琉璃映照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技术往来，塔

身上东南亚艺术风格的装饰更展现出不同文化间的艺术交
融。同时，作为闻名全国的译经、讲经、刻经中心，大报恩寺理
所应当地成为了文化交流的重要阵地。1598年意大利著名传
教士利玛窦，与大报恩寺住持雪浪进行了一场学术辩论。这场
关于宇宙本体、造物主以及人性问题的东西方大辩论，既是基
督教与佛教的对话，也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真正的文明，从不是孤立的辉煌，而是在开放与包容中，
让不同文化的美彼此映照，生生不息。大报恩寺这座承载古都
南京记忆的文化地标，以琉璃宝塔为枢纽，搭建起中国与世界
交流互鉴的桥梁。

全球珍藏：西方文明中的东方传奇

“我刚从中国来，我在瓷塔周围跳了一阵舞，把所有的钟
都弄得叮当叮当地响起来！”《天国花园》中，安徒生笔下的“瓷
塔”就是大报恩寺琉璃塔，这座宝塔成为欧洲人启蒙时期对东
方世界的浪漫想象。

1655年，荷兰人约翰·尼霍夫随使团访问中国，在《荷使初
访中国记》中详尽描绘了南京琉璃塔的壮丽，他的文字和插图
让琉璃塔声名远扬，成为“欧洲最为知名的中国建筑”，可媲美
罗马斗兽场、比萨斜塔、中国万里长城等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迹
建筑。

自17世纪起，以大报恩寺琉璃塔为原型的宝塔模型、建筑
仿制品及艺术衍生品在欧洲广受追捧，甚至掀起了“中国风”
潮流中的“宝塔狂热”。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建“特里
亚农瓷宫”，从琉璃塔中汲取灵感设计，宫殿外表镶嵌瓷砖，并
采用挑檐设计，檐下悬挂铃铛。英国建筑师威廉姆·钱伯斯直
接参考尼霍夫的“瓷塔”插图，在英国皇家园林建“邱园宝塔”，
塔体表面贴饰搪瓷，屋顶檐角饰以木质漆金的西方飞龙，塔顶
镶嵌五彩玻璃。2009年，英国还发行了以邱园宝塔为主题的50
便士硬币，将这一文化符号永久铭刻。

全球范围内，近10个国家的30家博物馆、收藏机构、研究
机构藏有至少100件与琉璃塔相关的文物。这些珍贵藏品散布
于大英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
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荷兰国立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世界

文化殿堂，涵盖琉璃构件、瓷器艺术、绘画、宫廷家具等多个类
别。这些散落于全球的文物珍萃不仅承载着大报恩寺的历史
记忆，更是“南京瓷塔”流行于全球的实证。世界各地的博物馆
围绕这些文物展开跨文化研究，在不同文化叙事的碰撞中，对
文物及相关文化的解读研究相互印证，共同构建起全球共享
的文明记忆。

全球征集：长干里的世界文明共享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闲猜。”诗
仙李白一首《长干行》赋予了这片土地别样的诗意情怀。3100
年前，商代先民就已在长干里垒土筑城，让这片秦淮河畔的土
地成为南京最早的文明星火。岁月流转，长干里逐渐成为繁华
的市井巷陌，无数文人墨客在此留下千古诗篇。而处于长干里
文化中心的大报恩寺与琉璃塔，不仅是南京城的文化地标，更
是市民心中的精神灯塔。

1856年，大报恩寺与琉璃塔不幸毁于战火。大量文物珍萃
或通过贸易与外交流转，或因历史动荡流散全球。然而，这座

“天下第一塔”从未真正消失，它早已化作文化的基因，深深镌
刻在南京城的血脉之中。老宅墙垣中镶嵌的琉璃残片、樟木箱
底珍藏的泛黄画稿、街头巷尾传唱的“长干塔影”传说，都在诉
说着这片土地上的故事，见证着文明的延续。

“大报恩寺琉璃塔作为古都南京的地标性文化建筑，曾是
西方人阅读中国最初的景象，在早期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通过这次全球征集活动，我们希望让散落的文
明碎片重归故土，让消失的遗产重获生命、拥有未来。”南京大
报恩寺遗址博物馆馆长王文溪如是说。此次藏品征集行动，不
仅要做好基础的藏品收集与保护工作，将流失在民间的大报
恩寺文物构件、遗址残片、工艺珍品等收藏品进行珍藏和科学
的保存，还要重塑文化遗产档案，深入挖掘与收集大报恩寺及
长干里地区相关的老照片、口述史、回忆录、艺术作品等。同
时，通过与国际博物馆的合作，收集流散全球的文物与建筑高
清图片、数字建模等数字化藏品，探索数字文明时代文化遗产
保护新模式，重现“消失的遗产”。

“这是国家的宝贝，它的归宿应该是博物馆。”大报恩寺的
藏品收集与保护工作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南京
市民王陈鑫及其家人拒绝了外国藏家的高价求购，将珍藏的
琉璃构件捐献给了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小捐赠者王抒墨捐
赠了 1991年不丹发行的迪士尼联名邮票，方寸间展现了琉璃
塔与南京城的独特对话。画家徐开立捐赠了根据19世纪英国
铜版画创作的《世界奇观——大报恩寺》油画。

藏品散落于世界各地，以无声的语言诉说着人类文明交
流的悠久历史，彰显着全球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共同价值与责
任。2025年，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迎来了开馆十周年。当人类
文明之光与塔光交相辉映，这座曾照亮古都金陵的文化灯塔，
将再次点燃文明互鉴的智慧焰火，见证一个古老民族在新时
代的文化复兴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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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L6西壁剖面图

有汉之治 西南华光
——云南昆明晋宁河泊所遗址考古发现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泊所遗址所在位置

城墙下大型木构航拍图

上蒜一小地点官署区及重要遗物分布图

河泊所遗址出土滇国、益州相关封泥

河泊所遗址出土滇国、益州相关简牍

河泊所遗址出土邮驿文书信件简牍

河泊所遗址出土有关地域交流的简牍

共享文明记忆：大报恩寺全球征集启幕

征集范围：
1.古代文物：大报恩寺及古长

干寺的佛教造像、工艺珍品、书画
钱币等；

2.境外文物：流失海外的珍贵
文物及体现大报恩寺中外文化交
流的历史实证；

3.近现代与当代文物资料：与
大报恩寺及长干里地区相关的影
像文献资料及艺术作品；

4.数字化藏品：文物与建筑高
清图片、数字建模、音视频资料等。

征集工作将严格执行文物管
理规范，捐赠者可获颁捐赠证书或
收藏证书，并予以适当奖励，有意
向捐赠或参与者可咨询大报恩寺
遗址博物馆，征集热线：025-
52657717、025-52009999，邮箱：
linwanqiu1991@163.com。

河泊所遗址群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上
蒜镇河泊所、石寨、金砂村范围内，西邻滇池，东
部被梁王山、左卫山、金砂山、龙潭山合围，东距
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古墓群约1千米，遗址
面积约 12 平方千米，核心区为 3 平方千米。《汉
书》载：“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开。莽曰就新。属
益州。应劭曰：‘故滇王国也。’）”（括号内为原文
注释）根据2014年以来的考古工作，确认河泊所
村片区为滇文化核心区，推测上蒜镇第一小学周
边区域为汉代益州郡治所在。为进一步探寻益州
郡治城市布局，2024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晋宁区文物管理所、云南大学在河泊所遗址开展
了大规模考古勘探发掘工作，在城市考古与出土
简牍、封泥的保护释读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城市范围

就目前出土遗物及测年数据看，遗址年代涵盖
商周至明清，主要堆积为春秋战国至南北朝时期，
勘探发现环壕及城市核心堆积区约18万平方米。

上蒜一小地点西南部发现连续叠压的三期
城墙与壕沟，城墙下存在大型木构。贯穿北区、西
区的道路L6为东西走向，分五层铺筑，部分层配
有路沟。L6③至L6⑤层与一二期城墙共时，为春
秋战国至两汉，最上L6①层晚至南朝到唐代。北
区和西区还发现房址、灰坑、土坑墓、瓮棺等遗迹。

另在北区的北部发现厚约0.4~1米的瓦片堆
积与疑似木柱残留，其西南有以碎螺壳圆形环绕
的方形石柱础，东南出土“益州”“永元三年官□”
瓦当，附近水井及灰烬层伴出大量两汉简牍、封
泥，推测此处存在大型官署建筑。这些发现为揭示
汉代益州郡城址结构布局提供了最新材料。

行政区划

目前已发现封泥 1900 余枚，其中有字封泥
1790枚，官印封泥数量最多。官印封泥中既有与

滇国相关的“滇国相印”“滇王相印”“□滇丞印”
等封泥，又可见增设益州郡后的官秩如“益州太
守章”“益州刺史”“益州长史”及益州郡下辖二十
四县中“滇池长印”“双柏长印”“铜濑长印”“建伶
令印”等十九县官吏的封泥，这与简牍释读出“滇
国”“滇廷”“滇丞”以及“滇池”“来唯”“嶲唐”“秦
臧”等二十四个县名相互印证。结合过去石寨山
古墓群出土遗物分期，推测此时存在新旧制度交
替、汉滇文化并行的情况。

简牍中还发现诸如“益州郡滇池县戹同里”
等有关基层乡里之治的内容，可知汉武帝统御西
南，册封滇王后，在滇池地区迅速建立起行政区
划和职官秩序，已形成郡—县—乡—里四级行政
体系，主要官职有太守、长史、长、丞、尉等，另有
中央派遣刺史监察地方。

部分官印封泥也间接反映了西南其他地区
纳入中华疆域的历史。牂牁郡系夜郎国臣服汉王
朝后所设，“牂牁都尉章”封泥与益州相关封泥同
为中央王朝通过推行郡县制，对边疆地区实施有
效行政管辖之实证；“交趾太守章”可窥见西汉疆
域南扩之历程；“永昌太守章”则反映了东汉时期
哀牢内附、统一多民族国家不断壮大的史实。

治理体系

至今河泊所遗址已出土简牍5万多枚，有字
简牍5000余枚，纪年简可辨年号从始元四年（公

元前 83年）至光和三年（公元 180年），是云南目
前出土数量最大的一批文献资料。

秦汉时期已建立起较为完备的邮书传递制
度，保证政令下达，以管控地方。河泊所遗址出土
的“滇池以亭行”和“益州太守府以邮行”封检反
映了其中两种邮书传递方式。“滇池以亭行”为秦
汉封检题署的常见格式，“以亭行（以邮行）”前是
文书发送目的地。张家山汉简载“书不急，擅以邮
行，罚金二两”，“益州太守府以邮行”封检题字既
体现了所传文书的紧急和重要程度，又可与睡虎
地秦墓竹简所记“远县令邮行之”相互印证。

简牍中有多件户版，如“钥奉宗 宁□里户人
仕（士）伍奉年卌五筭（算）一卒 贫……”，可见在
当时今云南地区已推行编户齐民制度。“建伶髨
钳吴屯代杨闵”木牍的记录格式与东汉洛阳刑徒
墓地墓志砖铭文一致，是汉朝代刑情形的体现。
一件由富紃发给青、平等人的书信简所使用的

“伏地再拜请”“足下毋恙”“春时不和”等用语也
见于同时期其他地区出土的简牍书信中。

“以邮行”“以亭行”封检及其他大量出土文
书表明，河泊所遗址可能存在收发文书的邮驿中

心，通过邮驿网络的覆盖，中央王朝达成了对西
南边郡的有效治理。河泊所遗址出土文书在户籍
管理、律法实施、书信行文等方面均存在与中原
的一致性，表明中央对益州郡的管控和影响已经
触及社会的各个层面。

地域交流

地域交流基于交通路网的铺设。秦修五尺
道，汉在此基础上开南夷道，延至曲靖，“大秦道既
从海北陆通……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河泊所
遗址出土的一封泥匣上书“梓潼富里周得弟（第）
一车辰”，另有简牍记“就（僦）车一十九两（辆）”，
说明当时滇池地区可能存在较大规模的道路建设
和车辆运输。设益州郡后，中央王朝建设的交通网
络辐射至云南，经济活动也随之而向外扩展。另有
两片“产巴郡江州”简牍，江州两汉属巴郡，南北朝
时期改垫江县、巴县，此二简应属汉代，是汉代益
州郡与蜀地跨地域经济活动的证据。

河泊所遗址出土的遗物中也可见益州郡与
周边郡政治互动的记录。由“蜀郡太守章”“犍为
太守章”“越嶲太守章”“广汉太守章”等封泥及

“荆州杨州青州益州”等简牍可知，益州置郡后长
期与汉代诸郡县有文书往来。这些资料反映了秦
汉大一统历史背景下，西南边疆各郡交流互动、
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趋势。

社会文化

河泊所遗址还发现部分含道教色彩的封泥。
“黄神越章天帝神之印”是道教法印的一种，

意为持此章者为天帝使者，有驱鬼辟邪、镇压猛
兽、化解疾厄之用。《广弘明集》载：“造黄神越章，
用持杀鬼。”《抱朴子》有言：“古之人入山者，皆佩
黄神越章之印……以卦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
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又记载了吴地道士戴昺
以越章封泥镇压大鼋去患者病煞的案例。

封泥“天父地母泰上帝泰丈人齐风阳天君辟
厄”有敬拜天神尊长以求辟邪驱厄之意。先秦道家
把天地喻为父母，《老子》有“天地母”之说，《庄子》
言：“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东汉对天的崇拜演变出
更具体的概念，《尚书·舜典》载：“肆类于上帝”，王
肃注“上帝，天也”，而马融注“上帝，大一神，在紫微
宫，天之最尊者”。丈人为老者尊称，颜师古注《汉
书·卷七一》曰“丈人，严庄之称也，故亲而老者皆称
焉。”天君者，天神也。《后汉书·卷八五》记“诸国邑
各以一人主祭天神，号为‘天君’。”封泥文字体现了
道教早期形成阶段对天地人伦的思考和敬畏。

随着益州设郡、汉人迁入，中原社会风尚传
入西南，在河泊所遗址上蒜一小地点出土了大量
汉代风格遗物，如“长乐”瓦当、环首铁刀、漆器
等，简牍中还发现了记有《论语·八佾》中“季氏旅
于”和“能救与对曰不”的残片，说明汉时儒学已
传播到了滇池地区。此类汉式器物与儒家典籍、
道教封泥共同呈现了西南地区各人群社会风俗、
宗教信仰交流融合的面貌，这对于深入理解有汉
以来西南地区的历史文化变迁具有重要价值。

总结

河泊所遗址发现类城墙的人工堆积、城内道
路与疑似官署的建筑基址，以及“益州”瓦当、文
书简牍、官印封泥等重要出土遗物，为推定汉代
益州郡郡治位置提供了关键实证。结合文献关于
汉代益州郡的相关记载，基本可以确定河泊所遗
址以上蒜第一小学地点为中心的区域是汉代益
州郡郡治所在地。

遗址的宏观聚落形态及结构布局基本明晰，
填补了云南城市考古的空白。大量出土的文字材
料是研究西南边疆，尤其是滇池周边地区纳入中
央王朝管控后，行政区划建立、社会组织结构变
化、社会文化多元化等问题的重要史料。

西汉益州郡的设立是西南边疆融入统一多民
族国家进程的关键一环，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发现
是我国古代边疆社会治理体系构建的有力史证，
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树立文化自信具
有重大现实意义。
（执笔：蒋志龙 莫云笺 钟梓栩 谢霍敏 苏东晓）


